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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家角色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已逐漸由政府轉向治理。就台灣的

經驗而言，在資訊科技政策方面，台灣一直與各方勢力維持伙伴關

係，形成「科技治理」，而這樣的態勢於 1990 年代中後期產生了轉

變，都市在這個階段成為治理機制的重要伙伴。本文旨在探尋這個過

程與變化，試圖從政策以及政經條件的變遷中找出其發展路徑。本文

發現，網際網路的科技特質，以及電信自由化，是兩股重要的力量，

促使中央政府必須納入都市與地方進行治理；與此同時，資訊科技的

基礎建設，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展現其「物質」力量，與其他行動者一

同引導下一階段的資訊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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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修改自作者的碩士論文《科技治城：高雄市數位城市政策分析

1999-2005》。感謝《資訊社會研究》兩位匿名審稿人的建議，作者獲益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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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始於 1980 年代的英美，直到 1990 年代中期的亞洲，例如新加坡、

馬來西亞、香港、台北等地，都提出類似的構想與計畫，嘗試在全球

資本流動下，再設計、再想像自身在區域經濟與政治，所應當扮演的

角色。這些地方雖然擁有不同的歷史脈絡與政經條件，不過技術變遷

帶來的「新經濟」，卻是它們共同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Harvey 以「時空壓縮」形容這樣的過程，延續他早年的看法，

認為以時間謀殺空間一直是資本主義維持運作的必然過程，而科技—
組織變遷則是這個過程的重要組成；尤其對於準確訊息與通訊的需

要，使得「世界都市」（裝配遠程運輸、空港、固定通訊連結系統及

廣泛的金融、法律、商業與服務性基礎設施等各式中心），在全球金

融與企業系統中越形重要（Harvey, 1989: 194-195）。 

這波重新設計都市成為數位城市或資訊城市的風潮，也意味電訊

傳播與新媒體資源（資通科技 ICTs）的管理型態逐漸產生轉變；

Winseck（2002）就此指出，在資本全球化風潮下，國家的管制力量

已經不再獨尊，轉而與 WTO 及私人力量三足鼎立，形成一套「治理」

（governance）機制。 

他特別強調 WTO 從 1990 年代以來，已經成為全球電信產業發

展的重要施力者，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受到 WTO 主張的私有

化風潮所影響，電信產業的發展在基礎建設以及近用機會上，很顯著

地集中在參與 WTO1997 年基礎電信協定的國家中的 150-200 餘個大

城市，尤其是當中的 1%-10%人口（以政府公務以及商務為主）

（Winseck, 2002）。 

這樣的說法呼應了近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認為「國家」角色正

處於轉變的浪頭，由統治（government）轉向治理（governance），

並重新設計、思考經濟、社會政策與空間領域（Jessop, 2006）2。與

此同時，電信業者、跨國組織、國家、都會區域、市民等公私行動者

 
2 Jessop於 2006 年 4 月 10、11、13 三天，在台灣國立政治大學以「國家理論的

對話」為題進行三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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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所形塑的資訊生活，極為不均，而都會區域與城市在這波轉變

中，成為逐鹿政經權力與文化論述等資源的首要層級。 

回顧台灣經驗，國府自 1979 年開始，蔣經國結合技術官僚與留

美科技人才開展出積體電路等相關高科技產業，形塑出日後台灣資訊

科技政策的「治理」機制：透過中央政府統籌、準官方機構的中介、

歸國學人的技術引進、民間資本的挹注形成「科技治理」。但是另一

方面，台灣兩大都會台北市與高雄市從 1999 年至今，已經具體地規

劃出資訊與數位政策。就台北而言，台灣的媒體產業自 1990 年代開

始，極端地集中在台北縣市，而網際網路相關資源則顯著地集中在台

北市（陳頌聖，2000）。因此，台北市從 1998 年開始逐步規劃「網

路新都」數位城市政策，以統籌網際網路資源。與此同時，台北市目

前已經是台灣電子業企業總部的聚集之地，並成為台灣電子產業在台

北—新竹形成的流動空間，對外連結的介面之城（Hsu, 2004）。高雄

市政府則在 2001 年，出版《資訊政策白皮書：高雄市的資訊政策藍

圖》，總結高雄資訊╱數位城市政策的先河：1999 年開始規劃的「高

雄全球化資訊城市計畫」，並提出「高雄 e 都」的構想；目前兩者則

同樣積極打造無線寬頻城市 。由此看來，都市與地方似乎已經成為

「科技治理」的新成員。 

從而，本研究的問題聚焦如下： 

資訊基礎建設在台灣成為政策關注焦點，自 1979 年已經展開。

往昔的資訊政策由國家政策自中央強力主導，當今的趨勢則是都市與

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趨顯著。就此，國家的資訊科技政策在這樣的發展

歷程中，基於什麼樣的原因與條件而有所改變？都市地方為何崛起？

其所身處的地緣政治經濟為何？  

表一 當前國家的四個凝結點（moment） 

經濟 社會 尺度 治理 

資本主義的一般

性經濟功能 
社會再生產的

一般性功能 
政治權力領域化

治理的模式及其

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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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私利是政策

特色 
尋求勞動力是

政策特色 

公共決策的先佔

尺度必須與不同

尺度產生關連 

彌補市場失敗的

主要工具 

資料來源：Jessop(2006)來華演講。 

 

二、「科技治理」的崛起，1979-1994 

Jessop(2006)認為台灣邁向知識經濟（KBE）時間點約莫在 2000
年，當時台灣政府試圖在經濟、領土與社會領域，形塑新經濟戰略，

重新引導市場與非市場力量，掌握國家發展計畫霸權，移除政治、社

會的不確定性，整合並制度化私人力量。不過，本文認為台灣發展「知

識經濟」最早可回溯自 1970 年代後期。 

誠如既存學術文獻的共識，台灣政府與跨國公司對於台灣資訊科

技產業的發展影響深遠（黃昭謀，2005；Castells, 2000；黃慧櫻，1999；
張大裕，1999；林崇熙，1989）。國府播遷來台後，台灣的資訊科技

政策，自 1966 年蔣經國設立「行政院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委員會」開

始，逐漸擺脫過去兼容並蓄地採取「學府—基礎科學」與「軍經貿—
應用科學」路線，改由「軍經貿—應用科學」為主軸（黃昭謀，2005；
林崇熙，1989）。 

「軍經貿—應用科學」路線確立，除了蔣經國的強人意志外，兩

位出類拔萃的技術官僚孫運璿以及李國鼎，居中進行長程規劃及協

調，使得這條路線越趨穩固。這兩位清廉、學有專精、充滿民族情感

且信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幹才，早年留學外國因而深具國際視野，除

了能夠擘劃台灣經濟長期發展計畫，也與美國建立良好互動關係，暫

時穩定了當時國府孤立無援的局勢。 

蔣經國、孫運璿、李國鼎在 1979 年依循「軍經貿—應用科學」

路線所規劃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確立了台灣資訊科技產業政策

的發展方向，意味著國府與跨國公司以及先進國家（美、日）、置身

先進國家的華籍科技人（任職跨國科技公司的工程師、科技公司的創

立者）的合作，對於日後台灣資訊科技政策、產業的發展型態，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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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決定性的影響。 

倘若要理解李登輝在 1993 年正式全面掌握國家機器之後，新規

劃的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畫（NII）；以及陳水扁執政後，前行政院

長游錫堃規劃的「綠色矽島」，以及 2002 年「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劃」提出的「數位台灣計畫」，皆必須回溯至 1979 年的「科學技

術發展方案」。 

然而少為既存文獻提及的是，衍生自 1979 年「科學技術發展方

案」的半官方組織—「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

1980 年代中後期透過「資訊週」、「資訊月」扮演「教育者」，向

常民「解釋」和「教導」資訊為何物，促使台灣資訊業快速起飛，並

引導網際網路的發展（黃慧櫻，1999）。 

另一方面，國府當時的施為也與台灣消費社會的擴張（陳光興，

2001），都市政權的崛起（王振寰，1996），以及台灣在全球經濟競

爭的歷程中，國際分工中的經濟角色重構，資通網路基礎建設規劃的

成╱敗，彼此交互搓揉，繼而使得「科技治理」面臨重構；從而，本

文試圖納入這些科技—社會條件，重繪國府自 1979 年之後逐步成形

的科技治理。 

（一）科學技術發展方案 

國府規劃資訊科技的思維—「學府路線」及「應技路線」歷經約

莫 20 年的競爭，在 1970 年代隨著前者的領導人吳大猷於 1972 年卸

下國科會主委的職位，以及同年後者的支持者蔣經國，所主導的 6 期

4 年「經建計畫」開始推行，確立了科學技術作為軍經貿之應用的路

線（黃昭謀，2005；林崇熙，1989）。 

該路線雖然看似韓戰之後美國與國府透過美援進行軍政經合作

的延長，但綜觀整個 1970 年代，國府屢屢被迫退出國際舞台，與美

國的合作關係也日漸飄搖；因此，國府戰後維繫發展的「依賴發展」

模式（陳玉璽，1995），當時已難再維繫。與其說國府在這個階段是

巨靈般的國家，還不如將其喻為身處暴風雨中，岌岌可危的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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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旺盛的求生企圖心，使得國府在 1970 年代亟欲拓展一條

生路；此時，台灣選擇發展高科技產業作為出路；歷經 1973 年全球

性的石油危機，行政院長孫運璿、行政院秘書長費驊以及旅美學人

RCA 研究室主任潘文淵，於 1974 年共同決議將台灣引導向製造積體

電路之途。與此同時，國府為了發展自主工業，將聯合工業研究所、

聯合礦業研究所及金屬研究所改組成「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承接國府為了發展積體電路而成立的「電子工業發展中心」（黃昭謀，

2005）。 

為了發展積體電路，國府還成立了「行政院應用技術研究發展小

組」，由行政院政務委員李國鼎為召集人；該組織於 1978 年以「科

學技術發展和國家建設」為題，召開首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會

中以「科技人才之培育羅致利用與科技組織管理」、「科學技術發展

與工業」、「科學技術發展與農業」、「能源、天然資源、環境衛生

與科技」四項議題為主要方向；會後決議的「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以

及在隔年促成的「行政院科技顧問組」，主導了日後台灣官方資訊科

技資源的規劃（同上，2005）。 

「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作為國府新一波的發展戰略，與台灣經濟

在 1980 年代面臨重構密切相關。主因是世界經濟在 1970 年代經歷了

兩次石油危機，跨國公司開始國際化佈局，由於發達國家競相發展微

電子技術和生產過程自動化技術，以及發展中國家致力於發展勞力密

集型工業，擴大工業出口，使得台灣 20 年來依賴擴大勞動密集型產

品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策略，幾近窮途末路。因此，1980 年代國府

分成兩個階段調整工業結構的具體措施3，將發展戰略的重心轉向發

 
3 第一個階段是 1980—1984 上半年，具體措施有三項，一是獎勵高級技術投資，

二是設置科學園區， 三是成立資訊工業策進會，四是針對電腦產業制訂一連串

的規劃（「中華民國資訊工業部門發展計畫」、「策略性工業輔導措施」、「工

業新產品研究開發補助辦法」）；前兩者基本上套用了過去的經驗，沒有太多新

意（段承璞等，1992），不過資策會的成立以及政府針對電腦相關產業所提出的

一連串規劃，存在許多可資延伸探討的空間，並非蕭規曹隨；再者，雖然工業特

區及獎勵高科技投資早在美援時期已經存在，但是科學園區仍然有許多創新的規

劃與措施是前所未見的（簡旭伸，1997）。第二個階段從 1984 下半年—1992 年；

較具新意的措施包含降低關稅開放進口、實施「新制營業稅」（以加值稅取代營

業稅、貨物稅和印花稅）、「勞動基準法」（迫使企業提高價值組成，促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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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高級技術產品，以自動化技術改造傳統產品生產，逐步以出口高級

技術產品和優質低價傳統產品取代勞力密集型加工出口產品（段承璞

等，1992）。 

第二個階段開始，國府的發展戰略，轉而強調減少國家干預，並

加強自由貿易。主因源於 1985 年九月發達資本主義五國財政大臣會

議之後，實現了日圓升值，美元貶值，使得出口為主導的台灣經濟一

舉呈現其實力。由於經常收支的順差迅速擴大，使外匯儲備量達到了

世界突出的水準，從而導致資本勢力大量增長，成為權力聯盟的一

員。再者，台灣在經常收支上的成功，引起美國方面提出開放市場，

保護專利權，和台幣升值等等要求（谷浦孝雄，1995）。 

台灣 1980 年代後期的政經局勢的轉變，使得台灣鑲嵌入世界體

系中的半邊陲位置（龔宜君，2005），這也表現在台灣資訊產業生產

部門的跨界移動；技術較為低階的電子生產者透過香港中介移往大陸

或是東南亞，以取得便宜的生產條件，另一股資本之流則傾向轉往技

術前沿以及資本耗費巨大的部門流動，這些資本家受惠於政府補助以

及政府提供的技術轉移，擁有更好的條件整併核心國家的資訊廠商，

以擠進核心地帶；與此同時，它們也開始遵循核心國家訂立的著作權

與技術權利金遊戲規則；這並不全然意味著台灣廠商向核心國家臣

服，實際的情形是某些台灣資訊產業廠商已經成為核心集團的一員。 

再者，大約在同一時期，也就是 1987 年之後，台灣經濟過度積

累下的通貨膨脹現象，擴張了台灣自 1970 年代後期開始蓬勃的消費

社會（陳光興，2001），也使得資訊產品成為消費的對象4。 

 
升級）（段承璞等，1992）。 
4 文化休閒娛樂乃至於資訊產品在 1980 年代的支出，顯著地有所攀升。從

1973-1980 的 7 年間，台灣實質平均每年經濟成長率達 8.3％。國民生產毛額已

達 2300 美元。在 1973 年，食品支出佔家庭消費支出比例為 43％，在 1980 年續

降至 35％，因而民間部門有更多的餘力改善其住居生活。在娛樂、消遣、教育

及文化支出方面，其比例自 1973 年的 9.3％，提高至 1980 年的 13.1％；具體而

言，在 1980 年，家庭書報雜誌普及率達 68％、照相機為 26％、鋼琴為 4.5％，

而個人電腦也已經出現在家庭設備中。這樣的趨勢一直延續到 1986 年，家用電

腦在當時已經佔有 2.3％的普及率（林鐘雄，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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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高雄市統計手冊》以及《台北市市政統計要覽》，高雄市

在 1985、1986、1987 年的電腦普及率達 1.92％、2.25％、3.08％；台

北市則是 4.64％、4.64％、6.32％。可預見的是，電腦為主的資訊產

品除了出口導向策略所形構的外銷市場外，內銷市場也逐漸成形，而

台灣政府發展資訊產業的關鍵合夥人（stakeholder）—資策會，從 1987
年開始，除了引導資許產品外銷，幫助行政系統資訊化之外，也與政

府合作促使資訊產品的消費大眾化（黃昭謀，2005；黃慧櫻，1999）。 

另一方面，台灣生產電子（電腦）工業基礎零件「積體電路」的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政府資金與人才的大力支

持，於 1987 年由張忠謀領軍，宣告成立；日後它乘著全球電腦需求

逐漸擴大的榮景，以及政府有計畫地技術（人才）轉移，成為積體電

路產業的龍頭。 

Jessop（1997）探討英格蘭與歐美國家，歷經 1970 年代的政經危

機後，如何重生並再發展；他發現許多國家的生存戰略，是依據地緣

經濟、地緣政治條件，進行組織重整，並透過「新聯合體」修正發展

路徑；國家及其同盟可能在其中扮演「強壯」角色：投資社會文化、

科技創新，以取得競爭利益（正合優勢），以及「虛弱」角色：在地

方層次去調節，以取得比較利益（零和優勢）兩種角色。 

國府在 1980 年代所提出的資訊科技發展戰略與 Jessop 說法頗為

接近，它以技術官僚、非政府組織、旅美學人組成「新聯合體」，並

結合了兩種角色；一方面，在 1987 年之後，國府正式走向全面貿易

自由化的「去調節」途徑，另一方面，它在資訊科技政策方面，仍不

斷透過極富彈性（也意味著不受監督）的聯盟提出新戰略，投資創新

技術並試圖引領產業發展。不過，稍後本文將指出 1980 後期—1990
年代的國府，逐漸習於扮演前者。 

（二）資訊工業策進會介入的集體消費 

「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中有兩大主軸於 1979 年開始推動，一者

是由國科會負責成立「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一者則是由經濟部推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主要職能是推廣計算機之應用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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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後者一方面負擔部分應用研究的任務，配合國府追求「現代化」

之「高品質」、「低成本」和「效率化」等目標。 

1982 年起資策會結合行政院經建會擬定的「中華民國資訊工業

部門發展計畫（1980-1989）」，逐步以行政部門電腦化（電子化政

府之濫觴），引領相關周邊軟硬體製造，人力與教育訓練，以及修正

金融財稅法規；另一方面，該組織也肩負向常民「解釋」和「教導」

資訊為何物的工作（黃昭謀，2005；黃慧櫻，1999）。 

資策會在 1979-1989 年間，將資訊產品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

重，從 0.2％提高到 4.3％。其中主要的成長動力還是來自資訊硬體的

生產部門；資訊硬體產值從 1979 年資策會甫成立的 4600 萬美元，成

長到 1988 年的 53 億美元。軟體從 24 億台幣提升到 127 億台幣（洪

震宇，2004）。 

除此之外，透過正式教育管道及資策會的推廣，國府在培植資訊

產業預備軍方面，也造就可觀的成績5。與此同時，資策會還試圖以

技術官僚的意向為旨，自 1987 年起引導台灣社會消費資訊相關商

品。主要的手段是透過「資訊週」以及後來的「資訊月」。這些執行

的經費都由經濟部技術處提供，編列於經濟部共通性科技發展方案下
6（黃昭謀，2005）。 

1987-1994 年間，資訊月主題皆命名為「邁向資訊化社會」，目

 
5 1983 年 3 月行政院第二次全國科技會議裡建立共識，通過「加強培育及延攬

高科技人方案」，立即採行「大學（包括獨立學院）有關重點科技之係所應即配

合國內需要，自 72 學年度起增加碩士及博士班招生名額，其最低目標為機械類

（含材料、造船、控制等）增加 100 人、電機類（含電子、電信、資訊、光電等）

增加 150 人」（黃昭謀，2005）。從 1982-1983 大學資訊及電子係所專任師資即

從 1982 年的 477 人擴充到 499 人，研究所在學人數幾乎倍增（從 480-847 人）

（同上，2005）。從而，資訊從業人員從 1979 年的 1300 人，增加到 1988 年的

66000 人；大專資訊相關科系的人才培養數量，從 1000 人增加到 19000 人。資

策會從 1984 年開辦的「資訊人才推廣教育五年計畫」，在五年之內培訓了 46000
人，學校與民間舉辦的資訊教育訓練課程人次更達到 150000 人（洪震宇，2004：
94-95）。 
6 1980 年 12 月資策會以「迎接資訊時代」為題首次舉辦「資訊週」；1985 年擴

大為「資訊月」，主題是「資訊與自動化」；1980 年代資策會則在這些資訊展

推廣計算機應用（黃慧櫻，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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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是要建立台灣本身的資訊消費市場，一方面以內銷市場作為外銷市

場的後衛，一方面讓台灣「暖身」，準備走上世界先進國家「資訊社

會」的境界（黃慧櫻，1999）。 

技術官僚透過資策會引導台灣社會對於資訊產品（以電腦為主）

的消費有一定成效，台北市家庭 1987-1994 擁有電腦的比率從 8.6％
-33.09％，新竹市 7.10％-25.58％，高雄市 3.08％-15.83％，高雄縣 3
％-6.4％，台北縣 1986-1994 年家庭擁有電腦比率從 3.80％-19.95％7。 

雖然從這些數據很難推論台灣電腦內銷市場的整體情況；但值得

留意的是，這些數據與日後台灣網際網路發展的趨勢大致吻合，北部

區域包括台北縣市、新竹縣市、桃園縣市以及高雄市、台中市等大都

會，在 1998 年之後，不管是家戶電腦擁有率或是家戶網際網路連線

率，都遠遠超越南部與中部縣市8。 

（三）另一種聲音的迴響 

數字成長的背後，有許多疑雲仍待進一步解釋。國府主導的「科

技治理」對於台灣資訊科技產業的成敗，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是部

分學術文獻的結論；台灣的技術官僚與統治者選擇了「軍經貿—應用

科學」模式，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主軸，雖然讓台灣在 1980 年代世

界電腦市場重整的過程中，取得代工電腦硬體與週邊產品、組裝的位

置，但是很快地在 1980 年代中期就被南韓（相較於台灣更為重視基

礎科學研發的國家）所超越，逐漸失去優勢（黃昭謀，2005）。 

然而，技術官僚與統治者的力量不見得如此強大；林登立（2002）
探討 1980 年代後期，IBM 的 PS/2，工作站電腦，以及 386 個人電腦

 
7 資料源自各縣市統計要覽的「家庭現代化設備」統計，不過電腦設備的統計並

不是每個縣市都具備，與此同時，某些縣市的統計數字是以數量取代比率，在某

種程度上增加了比較的困難，這些縣市包括桃園縣、彰化縣、屏東縣、基隆市。 
8 台中市的統計數據又高出高雄市一截，即便如此，這兩個城市的各項數據仍然

比不上台北市。相關數據請參閱［online］：

http://win.dgbas.gov.tw/dgbas03/bs8/city/CityInside1.asp?TI=32014&Y=93&strSort
=CId&TabTitle=家庭，以及中華民國研考會「2004 年第二季台閩地區數位落差

調查」。從這些數據，我們發現既存相關學術文獻大多以兩大直轄市以及區域（北

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金馬地區）進行劃分，並不精準，其

中許多「特例」，有待更細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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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主要技術力量的競爭關係，以及在技術產品更替的過程中，台灣

政府與廠商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台灣政府除了推動在地技術能力

發展之外，更重要的是提供吸引外商來台灣直接投資的環境。台灣政

府並未制訂政策以保護或管制國內電腦工業之發展；有別於巴西與印

度政府扮演監護者的角色，台灣政府往往跟隨在地資訊廠商的腳步，

提供財務資金與技術研究成果（而前者更為主要）；因此，關於台灣

政府角色的論證，重點並非政府的角色有多強，而是政府如何能夠有

效地扮演其虛弱的角色（林登立，2002）。 

進一步言之，即便是扮演「虛弱的角色」，政府與工研院電子通

訊研究所不管是在資金或技術的補助上，仍未能完全滿足廠商的需求
9。以致台灣電腦廠商在研發與行銷能力低落的情況下，必須藉由自

力調整 1980 年代初期，純然模仿抄襲跨國公司產品的作中學（learning 
by doing）策略，轉向模仿性研發（imitative R&D），試圖以此掌握

作而學習（learning for doing）策略所需要的基礎技術能力，進而成

為「快速的學習者」（同上，2002：93）。因此，台灣 1980 年代電

腦資訊產業的興起，尤其是在硬體生產方面，很大部分是由於廠商的

主動性、彈性所促成，反而政府以及工研院的角色不是那麼強而有力。 

但是，如果將「虛弱角色」詮釋為國家力量全面棄守，實為一大

誤會。原因在於，國府主導的「科技治理」採取的介入策略原本就偏

向「弱調節」，但並非不調節；所謂「虛弱」調節有三種類型（pattern）。
第一種類型意指國府在產業中，透過制度設計，形塑自身成為資本流

動的橋樑，並透過半官方組織（資策會、工研院），選擇性地扶植大

型資本10，例如神通、宏碁等電腦製造大廠。 
 

9 工研院雖然在研發方面有所進展，但其成果並非公共財，大部分的情況是工研

院的研究人員挾其新技術，離開工研院電通所，開設公司進入市場與業者競爭，

反而在技術移轉方面貢獻不大；而各種財務補貼，也由於申請程序繁瑣，而難以

彰顯其效能，就算能夠發揮功用，也僅止於上軌道的大公司（林登立，2002）。 
10 小型資本缺乏政府資金與技術的補助，在 1980 年代末期採取的生存策略，是

一方面調整自身的生產協力網絡，並與其他中下游小廠進行合作，以取得獲利所

需的規模，同時轉向勞力成本較低的東南亞等地進行投資。至於大廠（例如宏碁、

神通），雖然受迫於美國智財權的壓力，卻也逐漸熟悉遊戲規則，寧可上繳技術

權利租金給IBM、Microsoft等技術領先的跨國大公司，換取在正式管道經營生意

的機會；與此同時，台灣的電腦大公司也試圖透過組織變遷，除了投資東南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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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類型則出現在台灣積體電路產業的發展歷程，國府介入這

項產業的程度遠甚於個人電腦業，至少在初期，國府實際上扮演著「強

而有力」的主導角色。 以工研院電子所為核心的育成機制，從 1983
年開始主導「大型積體電路計畫」，歷經「次微米計畫」（1989）、

「超導計畫」（2001），一步步藉由美日技術移轉，以及台灣自身的

研發與學習能力，拓深台灣積體電路的技術創新能力；另一方面，育

成機制所衍生的電子公司，透過技術交流與人才流動，形構了以竹科

為主要生產區域的台灣積體電路產業網絡（陳東昇，2003）。然而，

積體電路產業在 1990 年代中後期，逐漸茁壯成熟後，國府的介入也

隨之減弱。 

第三種類型，「虛弱角色」意指原屬國營企業的資訊產業全面「去

管制」；例如電信業這類與資訊傳播產業關連甚深，同時擔負國安、

公共服務事務，而具備更高相對自主性的產業，1987 年開始自由化，

1990 年代則更為顯著。 

上述三種類型，「科技治理」主導的「調節」、「去調節」與「再

調節」是並肩而行的，國府在這當中扮演著不同的角色，卻也不脫國

府一向對大型企業有限的扶持，以及政府「藏富於民」的觀點，並對

私部門放任不干預的政策慣行（陳東升，2003）。另一方面，上述「科

技治理」策動的「知識經濟」之社會鑲嵌，並未如同 Jessop（1997）
所言，蘊含城市與區域興起。就地緣政治而言，冷戰的局勢使得國府

置身反共前沿，其「科技治理」的「虛擬領土」範疇，僅含東亞島弧

以及美國西岸的矽谷，而中國大陸與蘇俄仍深鎖在鐵幕之中。就地緣

經濟而言，新一波發展所試圖營造的結構性競爭力之社會鑲嵌所具備

的空間向度，被國府主導的「科技治理」，透過「科學園區」加以統

治，這些特區雖然身處底層，卻受到「科技治理」自中央一條鞭地管

理，致使城市（新竹市）與區域（北台）的重要性難以被彰顯。 

即便如此，「科技治理」還是成功促成了台灣內部電腦消費市場，

於 1980 年代逐漸成形。這從表二就可獲得證明，我們發現相關統計

 
外，還轉向併購歐（荷蘭）美大廠，以尋求擠進電腦資訊技術前沿的位置（林登

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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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較為完整的主要都會區，從 1989-1993 年家庭擁有電腦的比率大

幅攀升。此外，台灣電腦內需市場的蓬勃，還涉及民間消費力不斷提

升11，以及網際網路在當時登陸台灣。 

表二 家庭電腦擁有率（百戶） 

縣市 

年度 

台北市 台北縣 高雄市 高雄縣 新竹市 

1986 年 6.32% 3.80% 2.25% 從缺 5.06% 

1987 年 8.60% 從缺 3.08% 從缺 7.10% 

1988 年 8.36% 從缺 4.25% 0.95% 7.03% 

1989 年 11.44% 6.58% 4.67% 3.40% 13.74% 

1990 年 13.12% 8.93% 7.25% 1.81% 14.77% 

1991 年 23.84% 12.33% 8.92% 3.49% 10.98% 

1992 年 27.92% 14.08% 11.42% 5.41% 13.88% 

1993 年 31.08% 15.46% 15.50% 5.00% 21.07% 

1994 年 33.09% 19.95% 15.83% 6.39% 25.5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與都市的興起，1994-1999 

台灣網際網路的骨幹在 1994 年之前以TANet網路架構為主，而

其設置點（location）有三個層次12。 

                                                 
11 雖然這段時間台灣的經濟成長率開始走緩（大約在 8％-6％之間，此後從未雙

位數成長），但是國民平均年所得仍以每年約 700 美元的成長速度增加

（1989-1992 年從 7097 美元增加到 9792 美元），同一時期民間每人平均消費支

出則從 4070 美元提升到 5904 美元，這段期間光是 1991-1992 就成長了約 1000
美元（4921-5904 美元）。 
12 第一個層次是國家骨幹網路，由「台灣學術網路管理委員會」主管，它的功

能是對內連結各地區區域中心12，對外負責連接國際網路，如美國或日本等，同

時也與國內相關網路連接，例如Hinet、SEEDNet、行政網路等，這個層次由教

育部與區域網路中心負責管理。 
第二個層次是地區性網路；區域網路中心與國家網路骨幹相連接，並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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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多維的網路架構在 1994 年初步搭建完成，其中值得注意之

處有幾點。首先，國家推動資訊政策與資訊科技產業的力量，透過這

些網際網路基礎建設，延伸到地方層級，而這也凸顯了網際網路的科

技特性，由於網際網路的通訊傳播過程，必須以區域網路（LAN）、

大都會網路（MAN）及廣域網路（WAN）三個層次作為主要架構，

繼而使得國家資訊建設必須順勢而為，難以從中央全面控管；再者，

都市地方在資訊產業的發展及資訊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越趨重要，雖

然資訊基礎建設的搭建仍以中央管控的公立教育系統為主，以及縣市

層級單位不管在法律授權、人力、經費匱乏的情況下難以自立，仰賴

中央補助，可見一斑（陳景章、溫明正，2000）；但無可避免的風潮

已蓄勢待發，資訊基礎建設互連範圍擴大，使得都市地方管轄的路

權、管溝與相關建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此外，台灣在 1980 年代末期歷經民主化過程，中央在 1994 年頒

佈《省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使得中央—地方權力關係與

合作模式轉變，地方首長從此得以民選，而行政與立法機關也正式擁

有法定權限，都市地方的政治生態於是產生了轉變13。 

與此同時，1980 年代後期台灣社會的熱錢過多，造就繼 1970 年

代後期，另一波更為劇烈的房地產投機炒作熱潮，使得房地產、營建

 
建立地區性之骨幹線路，透過縣市教育網路中心來連接縣市教育網路，每個縣

市建立一個縣市教育網路中心，對縣市提供教育與研究之相關資訊網路。這個

層次由區域網路中心及縣市教育網路中心負責。 
地區性網路由路由器（Router）和電信線路連接而成。由北到南，分別為台北

（教育部電算中心、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桃園（中央大學）、竹苗（交通

大學）、台中（中興大學）、雲嘉（中正大學）、台南（成功大學）、花蓮（花

蓮師院）等；經由高速（256K至 45Mbps）線路連接，並包含骨幹必要的備援

線路。 
第三個層次則是校園網路，包含單一研究單位、教育行政單位、社教機構像

是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學校校園之區域網路，端視單位規模大小、經費多寡，

建立具有骨幹之校園網路或簡易網路，再逐步擴充。這個層級由學校電算中心

或相關單位負責。 
13 在這之前，台灣都市地方的政府系統，只算是中央政府政策與命令的執行機

構；再者，雖然地方派系一直是國府統治聯盟的一員（至今一部份地方仍是）（施

威全，1993），但是高雄市的地方派系（台南幫、澎湖幫）在高雄市長民選之後，

迅速衰頹，以致地方派系為主的民間力量對於政府的介入為之減弱，進一步提升

了高雄市府的政治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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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財團為主的地方勢力，透過這一波中央—地方權力重構，晉身權力

集團，並擁有更強大的影響力（施威全，1993）。就網際網路相關產

業而言，地方崛起的大型財團，一直到 1990 年代末期，參與台灣電

信自由化歷程的固網執照開放以及中華電信民營化的釋股過程，才開

始發揮影響力。本文將在以下兩個小節分別處理 NII 以及電信自由

化，這兩個相生相隨的國家資訊科技政策，如同上述所言，國府 1970
年代開始想像知識經濟，但轉變自 1990 年代，已然肇生。 

（一）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NII） 

網際網路出現後，國府的資訊科技政策也開始轉變。「科技」不

僅是產業，還能在資本發展中促進交易擴張，拓展商業的地理及組織

縱軸，衍生生產，流布，交換關係以創造最大利潤（Mosco, 2003）。 

國府於 1994 年開始以科技發展專案計畫支持資策會推廣國內網

際網路應用，經過評估，學術界的網際網路環境已有相當基礎，但是

政府行政機關與公、民營企業仍屬發展階段，因而這個階段的規劃，

有意在 TANet 之外進一步拓展資訊基礎建設，以服務「更廣」、「更

多」的使用者。 

從而，國府於 1994 年 8 月成立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專

案推動小組(行政院 NII 小組)，開始推動 NII 建設。一直到 1997 年

12 月，行政院核定「國家資訊通信基礎建設推動方案」作為推動 NII
的政策依據，該政策才具備法源基礎。如同國府先前制訂的資訊科技

政策，NII 推動小組屬於跨部會組織，並包含產官學等不同領域，在

工作項目方面，NII 推動方案規劃了八類細目。 

這項規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無法做一總結，除了政府評估效

果的報告傾向量化分析，抽離時空脈絡並以特定模型操作，使得推論

與描述的複雜程度堪比數學公式的推演，使人難以理解（行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1998）。再者，NII 的相關規劃至今尚未劃下句點，從

國民黨政府到民進黨政府、從「亞太營運中心」到「全球運籌中心」、

從 NII 到 NICI、「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當中的「數位台灣」

計畫，都可見 NII 規劃精神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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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1997 年 NII 所提出的政策目標，在網路基礎建設

方面，包括「政府網際網路骨幹」、線纜光化等，都涉及地方政府的

權限；然而，該推動小組的成員中，屬於都市地方者，只有北、高兩

市得以參與，其他地方政府都被排除在外（即便是北、高兩市，它們

在經濟部主導的經濟發展戰略中，往往只扮演列席者）。 

制訂 NII 資訊科技政策之初，無法預見基礎建設與都市地方的重

要性，實為一大失策；NII 改組後的 NICI 在 2001 年底，就嘗試提出

補救方案，針對中央與地方寬頻建設所遭遇的瓶頸，邀請各縣市會

商，並由交通部、內政部以及各地方政府主導一連串對策。這些對策

包含地方政府將電信業納入「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管理要點」適用範

圍，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將固網業的管線工程納入「國家重要建設

有關之管線工程」，交通部（現為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要

求中華電信開放用戶迴路。 

這些對策的效果至今仍存疑，尤其這個問題與國府推行的電信自

由化關連甚深，背後涉及中華電信、中華電信工會、民營固網業者14、

不同層次的地方政府、用戶迴路15等複雜的關連，加上時間延宕，使

得問題淪為沈疴而難以收拾。 

從另一角度進行分析，NII 作為國府新發展戰略的一環，其政策

與「亞太營運中心」的規劃，關連甚深。台灣歷經 1980 末期至 1990
年代初期的國際經貿變動，以李登輝為代表，包括民進黨在內的本土

意識取得主要的政治權力，不過權力集團卻無法控制本國資本向外流

動的趨勢，因此，國府的作法是積極地規劃新的積累策略，以配合資

本的投資意願。 

 
14 台灣當局於 2001 年開放三家民營固網業者（台灣固網、亞太固網、新世紀資

通）陸續開台。三家固網業者，在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追求 300 萬上網用

戶的政策目標下，承諾取得執照之後，六年內建設一百萬門號，似乎已經表明國

內資訊基礎建設，應當由民營固網業者擔綱，而且民營固網公司當初取得得標資

格的同時，必須取得現成的骨幹網絡（新世紀資通、台灣固網-台電，東森寬頻-
台鐵）。然而，這些承諾在日後紛紛跳票。  
15 用戶迴路係指從用戶端室內連結到引進管、路旁交接箱至電信業者機房的整

個線路，亦稱為最後一哩。 



(王冠棋)「科技治理」之形成、變遷及路徑 277 
 

                                                

這種策略先表現在李登輝試圖引導資本輸出流向的「南向政策」

與「亞太營運中心」的籌設，企圖將台灣的經濟發展，納入 1990 年

代之後逐漸出現的區域經濟體中，並在 1997 年之後，取代香港成為

亞太的金融、營運、製造、海運、空運和媒體等中心，國家機器並成

立跨部會的機構規劃，向跨國公司遊說在台灣成立亞太營運總部（夏

鑄九，1995）。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發展「製造中心」、「海運轉運中

心」、「航空轉運中心」、「金融中心」、「電信中心」、「媒體中

心」等六大專業營運中心。然而，「亞太營運中心計畫」至今的成果

難以彰顯。這波規劃並未解決台灣在 1990 年代後期的經濟不景氣。

蕭萬長，這位李登輝主政時期的核心財經幕僚，在其傳記中，對於「南

向政策」與「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彼此矛盾，透露出些許無奈。李登

輝透過「戒急用忍」，強調東南亞的重要性，刻意忽略中國的崛起，

以及東亞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的轉化，致使「亞太營運中心」難以發

揮預期效果（林朝和，1997）。 

即使亞太營運中心的諸多規劃尚未收到成效，不過與 NII 關係最

為密切者，也就是「亞太電信中心」的規劃，卻按步就班地逐步達成

預定進度，而這與國府主導的電信自由化密切相關。 

（二）電信自由化 

國營電信產業的自由化，可說是國府在資訊科技政策中，扮演「虛

弱角色」的顯著案例。有別於其他經濟發展戰略，國府在電信產業自

由化過程，鮮少投資在創新、研發16；國府調節電信產業的力量主要

呈現在組織變遷以及私有化。 

促成國府調節電信產業的原因如下；首先，1980 年代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與電腦資訊技術整合，使得資本加速流動的欲求，超越了族

國欽定的邊界；這從英美 1980 年代盛極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積極推

動電信自由化可見一斑；就英美經驗而言，所謂電信「自由化」實與

私人資本利益擷取緊密相關，加上台灣電信自由化，往往將國營電信

 
16 國府一直到 1997 年中華電信與電信總局分家之後，成為官控商營的機構，才

開始推動「電信國家型計畫」，以工研院通訊所為創新核心，配合經濟部推展通

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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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賣給特定私人，進行所有權移轉（張晉芬，2002），以致電信

「自由化」與電信「私有化」並無差異。 

另一原因，涉及國府權力集團的轉變與「新國家」的誕生（王振

寰，1996），這又必須與國府主導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潮流一併討論。 

台灣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成形的過程，總共有三個重要的時間

點。第一個是行政院在 1989 年底，將「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的

修正案送到立法院，請求審議。第二個重要的時間點則是 1991 年立

法院通過了這個修正案，使得行政院得以進行大規模的私有化。第三

個時間點則是 1996 年底國家發展會議的召開，確定公營事業私有化

為台灣朝野的共識，以及國家機器積極推動的目標（張晉芬，2002）。 

再者，國府的私有化決策貫穿了這三個時間點。總共有四項動機

造成這些決策，首先是現實性考量；台灣 1989 年會計年度的赤字高

達 3 千 1 百多億新台幣，當時的公債和外債餘額也已累積到 2 千多億

元，公債佔政府支出的比例高達 12%，透過私有化「兌現」正好可以

彌補政府的財政缺口（同上，2002）。 

第二點，國民黨主流派基於結盟需要採行的策略行動。就權力基

礎與統治正當性的根據而言，李登輝不像過去的蔣家政權一樣，需要

龐大公營事業作為鞏固權力的後盾，再者，他與國民黨內「主流派」

政治勢力為了贏得權力鬥爭，亟需與舊勢力之外的不同權力集團結

盟，以對抗黨內的非主流勢力，這些被籠絡的團體包括地方派系、本

土資本家、甚至是在野的民進黨（王振寰，1996）。對於李登輝而言，

「三民主義」只是書本上的知識，堅持這個意識型態並非他獲得政權

與黨員效忠的條件；即使不是完全摒棄，至少他所主政的「新國家」

也無意願去維護這項主張。因此，當私有化政策提出時，「主流派」

主導的國民黨完全不談民生主義的主張，直接改用市場經濟的觀點和

現實需要，做為政策正當性的依據（張晉芬，2002）。 

第三，公營事業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逐漸成為國民黨的政治包

袱，透過私有化過程，國民黨得以消弭「國庫通黨庫」所造成的負面

形象，與此同時，趁著國營事業轉型，再透過權力集團的盟友或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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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機構將其買回，實質上擴大了黨營事業的力量。第四點，「關稅既

貿易協定」（GATT）、WTO 以及各種跨國經貿組織，對於國府官

僚推動自由化具備程度不一的影響力（同上，2002）。 

上述四點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決策動機，同樣影響了台灣電信產業

民營化的決策。臺灣電信事業從日治時代已經奠定基礎，但由於戰爭

而遭受破壞，一直到 1960 年代國府重建戰時毀壞的電信設備，並逐

年拓展台灣島內電信網路與國際電信網路，才奠定基礎，維持 40 多

年國營獨占態勢。自 1987 年開始，國府受到全球電信業自由化潮流

衝擊，開始推動電信自由化。 

1996 年 1 月立法院通過電信三法，為開放公平競爭的電信市場，

首度建制電信基礎制度，隔年電信總局與中華電信分家，中華電信成

為台灣最具規模，並採行官控商營模式運作的電信公司。電信產業自

由化最為關鍵的電信業務經營自由化，在 1990 年代末快速發展，當

時台灣政府為了遵循「WTO入會中美雙邊諮商」、台美雙邊會談（商

榷簽訂FTA事宜）、APEC等貿易協定及組織，攸關電信產業的協議，

陸續於 1995 年起開放行動通信、衛星通信及固定通信、語音單純轉

售業務等多項電信業務。爾後，2005 年中華電信交通部官股降至 47%
（2006 年 6 月預計再釋出 7.4%），2006 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宣示用戶迴路納入公告瓶頸措施17，並預定在 2008 年之前在全台實

施（工商時報，2006/5/18），宣告台灣電信自由化全面完成。 

台灣電信自由化的歷程，顯示我國的電信事業自由化是在貿易全

球化的強大壓力下所驅動，而國家所採取的姿態頗值得玩味；電信自

由化的過程中，台灣經歷了首次政黨輪替，但這無礙於貫徹電信自由

化政策。其中有兩項決策具關鍵意義，首先是開放固網執照；第二項

是 2000 年民進黨執政後，從 2000-2006 年不間斷地進行中華電信公

開釋股。 

2000 年交通部核定台灣固網(以太平洋電纜為主，爾後由富邦收

購)、東森寬頻(亞太：以力霸關係企業結合國民黨黨營企業為主)和新
 

17 將用戶迴路列入瓶頸措施，意即中華電信必須以成本價格（含合理利潤）將

用戶迴路開放給其他業者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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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資通(以遠紡和亞泥為主要股東)等三家業者取得籌設固網資格，

預計在 2001 年核發網路建設許可。當時這波固網開放被視為台灣電

信市場自由化最後一波的業務開放。因此，這筆投資額高達 2000 億

新台幣的開放作業逐漸底定後，吸引來自全球的各大電信業者，紛紛

以外資夥伴的身分（20%的投資限制），積極展開搶食台灣固網電信

市場大餅的行動。表明爭取的外資廠商包括美國西南貝爾、英國電

信、德國電信、加拿大貝爾、美國 MCI、香港電訊及新加坡電信等國

際赫赫有名的電信廠商（張麗芬等，2005）。 

交通部電信總局開放電信固網業務時，設下 400 億元高門檻限

制、15 萬戶基礎建設申請營運許可、40 億元保證金，以及六年內完

成 100 萬用戶規模的寬頻網路基礎建設的限制，試圖以此要求民間固

網業者拓展資訊科技基礎建設，繼而促進市場競爭，造福消費者。然

而，民營固網業者吸金 2000 億之後，並沒有展開網路建設，以致電

信市場的競爭態勢遲遲無法出現。 

究竟是什麼原因，使得原本預定開放固網執照即能成就市場競

爭、促進消費者權益、拓展資訊基礎建設的政策構想面臨挫敗？主流

論述將矛頭指向用戶迴路，批評該基礎建設涉及過多難以克服的問題

（主要是鋪設用戶迴路的路權涉及地方派系、地方政府、法規等複雜

問題），無法輕易在建設方面取得進展，而既存的基礎建設（用戶迴

路）卻又掌握在中華電信手中，至今尚未開放。 

因此，將用戶迴路等基礎建設定義為「公共財」，成為主流論述

的共識，而民營固網業者，則以此要求政府開放中華電信的用戶迴

路。類似的呼籲至今已經獲得 NCC 的回應，即將在制度層面取得合

法性。這僅是民進黨政府為了解決電信基礎建設不足的問題，所做出

的眾多對策之一。 

但本文稍後將指出，這樣的決策忽略了諸多值得反省與爭議的問

題。最核心者是民進黨在這個過程中與大財團過度緊密，以致自身陷

入正當性危機。首先，民進黨政府以超高金額作為申請固網執照的門

檻，形同特許台灣大型財團取得經營執照，並進一步使得審議電信執

照，成為國家仲裁可預期的鉅額利益之機制，而獲得執照者，透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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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介，即可取得在台灣電信固網業，劃界尋租的權力。另一方面，

民進黨政府透過施以執照，進一步鞏固了權力集團，當前與陳水扁關

係深厚的資本家，從新光集團、富邦集團、大陸工程、國泰、東森等，

皆榜上有名18。 

再者，民營固網業者取得固網執照時，被要求繳交 40 億新台幣

保證金，承諾 6 年內建設 100 萬用戶規模的寬頻管道及用戶迴路，倘

若民營固網業者無法履行契約，那麼 40 億保證金將全數沒收。然而，

民營固網業者至今已經確定無法履行承諾，而民進黨政府並未沒收保

證金或撤銷特許，反而將保證金半數歸還（原條件為完成 25%的建

設），並以國家資科技政策「填補」民營固網業者遺留的基礎建設缺

口19。 

就中華電信公開釋股而言，民進黨政府在 2000 年、2001 年主導

兩次中華電信公開釋股，並未成功；直至 2002 年底，富邦、國泰集

團合作在每一投標單至少購買 6 億 5 千萬股以上的投標方法限制下，

八天內取得中華電信 13 億股（13.7%），高達 638 億新台幣的股權，

 
18 採取這種角度進行批判，難免淪於捕風捉影，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國家推動

自由化或是私有化，的確有部分因素，涉及國家領導人試圖擠進「上流社會」，

而結黨營私（Castells, 2000），陳水扁涉入的金權關係，可參照《新新聞》第 1003、
1005 期的報導。 
19 缺口大小與資策會構築的電腦內需市場成正比，當時各大都會家戶擁有電腦

比率已經突破 5 成，電腦內容越來越依賴寬頻傳輸，以及數位電視匯流趨勢，致

使該問題面臨失控臨界點。至於中央擬定的對策，除了前述NICI的施為外，由

國家統籌的政策包括「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數位台灣計畫」的旗艦計畫

「寬頻到府 600 萬用戶」，預計在 2005 年底使台灣固定供線區光纖化（FTTC）
涵蓋率達到 91％，達成寬頻到府 460 萬用戶之目標19；此外，這個計畫還預計

從 2002-2007 年，由民間主導（包含中華電信19）投入 3128.94104 億元新台幣

（交通部，2004）。事隔一年，2003 年行政院基於「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

中央公務預算不足，因而提出「新十大建設 五年五千億公共建設計畫」，以特

定建設擴大公共支出，其中的資訊科技政策-M台灣計畫，規畫由內政部在 2004
到 2006 年編列 370 億新台幣（民間投資 982 億元），預計以 300 億新台幣，在

全國各縣市興建 6 千公里的共用管道，待建置完成後將產權歸地方政府所有，提

供固網業者承租，成為中華電信用戶迴路以外的替代網路，另外 70 億則是試圖

整合無線區域網路及行動電話網路，與共同管道共構成無縫的通訊空間「行動城

市」。此舉據稱也將確保 6 年（2003-2008）6 百萬寬頻到府用戶目標得以順利

達成（經建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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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釋股才首次成功。但是，交通部這項作為由於明顯圖利大財

團，因而遭到監院糾正20。 

民進黨政府的一連串施為，使自身涉嫌圖利財團，而且窒礙了民

進黨政府在 2002 年所規劃的資訊科技政策目標。就開放固網執照而

言，契約明載的條件倘若不能達成，必須撤銷特許重新審議，否則形

同違約，並對當時共同參與投標者有所不公，然而民進黨政府明知這

當中涉及違約，卻試圖以國家發展計畫、全民稅收彌補之21；與此同

時，中華電信的釋股過程雖然遭到監院糾正，不過實際上缺乏法律約

制力，只能任其成為定局。箇中原因，極可能是民進黨政府囿於好不

容易培養起來的結盟情誼，以及民營固網業者年年上繳的特許權利

金，因而淪為與資本家聯合尋租。 

此外，民進黨政府在電信自由化政策中，要求民營固網業者進行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政策，可能是個錯誤。台灣到 2003 年為止，市話

普及程度達每百人 58.2 戶（亞洲第一），1996 年之前，每年平均以

5.7%成長，1996 年之後逐年下滑，2002 年民營固網業者加入建設也

僅有 1.9%的成長22；這些基礎建設同時支撐著數據服務，對於網際網

路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些現象，看在中華電信資深員工A眼

裡，他認為： 

1997年之後我們就民營化了，也就是說，我們也要拼業績、重視績效嘛！

以前國營單位的時候，的確擔負著普及服務的責任，但現在不行了，我們

現在跟民營企業沒有兩樣啦。現在雖然交通部只剩 47%的股份，但

是仍然是大股東啊，仍然有主導權，可是它就不會把資源投入這

些很難回收的建設，建在山裡或是鄉間，還不如建在外國的大城

市，而且現在基礎建設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大家都沒有發現，

依照現在數位電視的雙向互動需要，你一定要用光纖才能滿足頻

寬，可是現在沒人要建，你之前說政府補助挖那個管溝，它還是

 
20 該釋股過程，在 2003 年被監察院以「明顯偏頗於擁有相當財力之少數財團，

殊有可議」，予以糾正。 
21 詳情請參照《立法院公報》第 29 卷 55 期的院會記錄，當中立委湯金全與前

行政院長游錫昆以及交通部長林陵三有精彩對話。 
22 中央社記者汪淑芬 2003/12/10 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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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們去鋪線、共構，可是中華電信沒有意願…之前捷運局有來

洽談要在捷運站共構…後來也沒有下文，現階段銅線靠ADSL就
賺夠了，沒有人要進一步建設。目前大都會應該都夠，不過偏遠

地方就很難說，即使是大都會，全面換成光纖也是個問題（電信

工會1，2006）23。 

這段對話似乎印證了國營事業民營化、私有化不只拍賣了國家的

資產，同時也拍賣了國家的責任（張晉芬，2002）。台灣電信基礎建

設原本由中華電信負責，即便這些投資短期間難以回收，但在一家獨

大且為國營事業的情況下，中華電信便擔負起提供「國民」電信服務

的責任。然而，中華電信民營化之後，它的責任僅剩在 2002 年以後

執行「普及服務基金」24，從電信基礎建設成長幅度遠不及過往看來，

普及服務基金的成效似乎有待反省。另一方面，從這段訪談中，也得

以理解中華電信之外的民營固網公司，為何缺乏建設基礎建設的動

機；倘若獲利回收較快的台灣都會區域，中華電信已經建設完成（例

如，高雄市除了楠梓區達 95%的普及程度，其他區域都高達 99%），

那麼要求中華電信開放這些建設，的確遠比投資基礎建設在難以短期

回收的區域划算。再者，用戶迴路基礎建設在 1996 年中華電信與電

信總局分家時，早已作價給中華電信，成為其資產，但是政府（NCC）
卻在日前宣告將用戶迴路納入公告瓶頸措施，將於日後開放給其他民

營固網公司。進一步使得用戶迴路叢集之地—大型都會區域成為國

家—資本家汲取電信地租的場域，而後果則是台灣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以及電信普及服務，極可能面臨重大危機，並連帶使得國家宣示推行

 
23 受訪者為中華電信南區分處行銷企畫人員，同時為中華電信工會成員。 
24普及服務基金的設置與運作大約可從法源、性質與運作管理下列幾個面向加以

說明：基金設置之法源依據：依據電信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為達普及服務

目的，應成立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基金性質與來源：屬虛擬式基金，非預

算法所稱之基金。由普及服務分攤者依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相關規定將應分攤

之金額存入指定之電信業者普及服務基金存款專戶。基金之運作管理：依據電信

普及服務管理辦法規定，電信普及服務業務至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業務之管理事

項由電信總局辦理之。另外設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但是到 2005
年為止，民營固網業者沒有任何人提案執行普及服務，因此交通部指定中華電信

執行。這當然與中華電信的國有民營性質有關，不過 2005 年中華電信民營化成

功後，必將對此局面投下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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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科技政策面臨挑戰。 

當中央身處電信自由化的利益糾葛而難以脫身時，地方與都市躍

上檯面成為重要行動者。兩大直轄市台北市與高雄市，1999 年起運

用過去國府在大都會區域積極建設的各項資訊科技基礎建設，配合

NII 政策，逐漸擺脫中央政府一條鞭式的管轄。北高兩地的相對自主

性尤其體現在「行動城市」計畫，面對基礎建設危機，它們採行的科

技系統與行政院主導的公共無線區域網路（PWLAN）分道揚鑣；高

雄市採用傳統公共採購的方式，由市府出資委託「數位通集團」建置，

台北市則以公私合夥（BO）的方式，委託統一集團的安源資訊公司

建置。此後，都會區域「正式」成為「科技治理」的一員，扮演關鍵

合夥人（stake holder）的角色。 

 

四、追尋「科技治理」與 STS 的迴響 

根據上述研究，台灣長期起來由中央政府主導的資訊科技政策，

於 1990 年代中期之後，產生了轉變，而其中最顯著者就是都市與地

方的崛起，原因與網際網路的崛起，以及電信自由化有很深的關連；

前者所具備的分權特質，使得國家在治理相關科技時，必須納入地方

與城市，後者則是國家與資本以自由化之名結合之後，發生了危機，

而為了解決這些（以基礎建設為主的）危機，國家的資訊政策必須有

所調整，繼而將地方與城市納入伙伴關係。進一步言之，將這些因素

串連起來的關鍵，則是資訊科技傳播系統所依侍的基礎建設。 

如同「科技」在科技社會研究（STS）中，被學者 Edwards 詮釋

為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s），它們在現代社會的工業體系，資本流

動，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扮演了基底。這些基礎建設因為持恆耐久，

即便由社會力量所構築，就長時間而言，在結構化社會過程中，成為

重要的力量（Edwards, 2003：195），而這正呼應了本地的經驗，就

台灣的台北市與高雄市而言，它們所嘗試規劃的資訊╱數位城市，運

用的技術固然以資通科技（ICTs）為主，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目

前的傳播系統，依賴線纜傳輸者，包括有線電視，電信，電話線以及

光纖線纜，暫掛在雨水下水道與部分水溝，而台灣極力打造的污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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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與共同管溝，由於規劃設計相對完善，未來將是這些線纜鋪設的

重要通路，具有同樣性質者還包括道路與橋樑等。這些基礎建設在過

去的特定歷史條件下誕生，如今成為下一波資訊傳播建設的條件，日

後更將成為兩地「科技治理」機制的一員。 

透過上述研究，我們似乎可以將科技基礎建設視為資訊科技政策

研究的主題。我們或許應該進一步追問：「治理」這個概念固然廣納

百川，但放在資訊政策分析的脈絡中，我們所定義的「科技治理」之

中的「科技」究竟為何？ 

科技治理的「非人」條件，大多是佈滿都市且盤根錯節的基礎建

設（道路、水管、機場、電纜、下水道、科學園區等等）。這些大型

科技系統往往以在地為尺度，而且很大一部份是都市的基礎建設，透

過這些基礎建設，國家、城市與區域形成地理或是政治叢結（Graham 
& Marvin, 2001：8），它們與「在地」緊密相連，往往是地方政府施

政的重要項目。 

有鑑於此，「科技治理」的研究旨趣值得進一步審視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科技治理如何分配這些科技物所形成的「在地基礎建

設」資源。第二個層次則是，這些資源又如何成為都市治理之統治權

力的延伸。第三個層次則結合兩者，探討科技治理所衍生的局部化、

不均、排除等後果。 

換句話說，追尋資訊科技或是網際網路，從來都不僅止於虛擬世

界的建構或是人機合體的傳說，倘若缺乏必要的基礎建設（例如：電

力、通訊、電信、線纜），這些討論將無法成形；就巨觀的政治經濟

層面而言，這些資訊科技的地理定著與科技特質，往往影響者資本的

流動與國家的決策，對於資訊科技政策而言具有更大的影響力。因

此，往後的科技政策研究若能更進一步檢視這些科技物所扮演的角

色，相信將有助於理解政策所承接的歷史、政治經濟、科技之積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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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Experience, 197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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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1980s, building the cybercity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henomenon began in the U.S., and then was 
followed by man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s of “governance of technology” to study the information policy 
in Taiwan in 1979-1999,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social-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the policy. To sum up, since the 
1990s, Taiwan’s information policy has already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currency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internet so that the governing institutions had to include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 As a consequence, the 
material power of the infrastructure seems became the key factor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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